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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对农村金融发展做出了明确批示。但发展中国家农村

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普遍较严重（Milde & Riley，1988；Anjini Kochar，1997；Foltz，
2004）。根据大多学者的研究发现，被调查的农户不论从农户借贷频率上进行分析，还是借贷农户的

数量上进行比较，都倾向于向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朱信凯、刘刚，2009；马晓青、朱喜等，2010；刘丹、

张宁等，2016）。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与繁荣也从侧面反映出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结

果（史清华、卓建伟，2003；张宁、张兵，2014），两者并存的二元化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

（刘丹、张兵等，2016）。可见，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同时存在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村二元金

融结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的广泛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二元金融结构问题不得不引起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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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小农命题”与中国农户的特殊性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剖析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形

成的根源。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并利用江苏省120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的框架下使

用偏差修正的模型估计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下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分别对农户收入水平增长的贡

献程度。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结果均可判断，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进一步间

接证实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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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者与政策当局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正是由于发展

中国家广为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造成的，其政策含义是，只要消除了金融抑制政策，非正规金融就会

自然消亡，转化为正规金融。然而，在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市场中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非正规金

融，表明即使在消除了金融抑制政策且正规金融体系运行良好的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非正规金融。

一、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小农命题与中国农户的特殊性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二元金融结构是一种普遍现象（Hoff & Stiglitz，1997；Mohieldin & Wright，
2000）。目前，国内外对于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解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元金融结构

的出现是由于政府实施的利率管制等政策所形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二元金融结构是由市场信息不

对称以及筛选、监督、合约交易成本等方面差异所产生的。而由于中国农村农户的特殊性，现有观点

或许可以解释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的部分原因，但并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的根本

原因，无法解释贯穿其中的逻辑（刘丹、张兵，2016）。

大凡提到中国农村的问题，都离不开“农户”这个基本单位。认识并诠释我国农户的特殊性就成

为探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逻辑起点。从总体上讲，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理论当属西方经济学

派的“理性小农”和“道义小农”。就前者而言，以舒尔茨的“理性小农”命题为代表，该命题认为农民具

有理性动机，改造传统农业应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行业。而在此基础上，S.Popkin（1979）首次

提出“政治经济”假说。该假说认为，小农除具有经济市场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生产决策外，还是

政治市场上的理性行为者。显然，他们的命题都提出了“理性小农”的定义。而就“道义小农”命题而

言，主要强调的是小农的生存逻辑。该命题认为农民一般具有强烈的生存安全取向，他们宁愿选择避

免经济损失，也不会采取冒险去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小农遵从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显然，中国农

户并不能够依据其谋求生存还是追求利润来对其划分。农户不同生存境遇和所处社会制度环境决定

了其行为的选择。处在传统农业时期的农户，生存仍处危机状态，其生产主要为了满足自身生存为目

的，该生存逻辑不仅具有理性，更是一种生存智慧；而处在现代农业时期并在稳定的社会保障体制中

的农户，其生存温饱问题已解决，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也就符合理性的逻辑（郭于华，

2002）。很显然，仅从“理性小农”视角，抑或是“道义小农”视角单方面来考察农户的行为特征，难免得

出简单或错误的结论（张杰，2003），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表征出中国农户的行为特征，不能绝对

地把这两种理论完全割裂。基于此，黄宗智则综合看待小农性质。他认为，对于小农特性的理解，无

论是“理性小农”，或是“道义小农”，它们的理解都不是矛盾的，而是在不同社会制度阶层农户具有不

同特性。农户既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维持生存的“道义小农”，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因

此，在不同阶层农户都有所体现。一般而言，对于那些自留在农村自耕的农户，其生产主要为了满足

自身消费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生产目的接近于“道义小农”；而对于那些农村富裕、经济地位较

高的农户，其生产目的多为商业性生产，则更加符合“理性小农”定义。黄宗智的命题是依据实际历史

资料与调查分析得出，其结论极具可信度。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界定农村信贷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时，要根据农户的具体类型以及具

体决策，来判断其解释依据是“理性小农”还是“道义小农”理论。

黄宗智提出的小农命题长期以来被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研究者奉为经典，其命题的核心是定义

并刻画了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拐杖逻辑”。其中，小农经

济的“半无产化”是指农户离开农村小农家庭外出务工，却无法割舍几亩农田，仍对小农经济心存眷

顾，使之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即农村存在多余的劳动力却并不能转移出去。因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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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农村社会圈层结构示意图（费孝通，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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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农家庭的收入包括两部分：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纵观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情形在中国几千年以

前就已经存在了，不仅在贫困农户中，在富裕农户中仍然存在这种格局。可见，小农经济的“半无产

化”不仅可以解释1949-1976年间中国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也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改革景

象。在农村集体化运动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是一种集生产与消费功能合而为一的单位，与

家庭农场并没有本质区别。同样，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多农村偏远贫困地区，农户无法完全脱离土

地，依靠外出打工来养活一家人，对他们而言，失去土地就等于面临家庭灭绝的危机（张杰，2005）。由

于中国农业生产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传统农业赋予了中国社会沉重的乡土本色，长期依靠农业而谋生

的人们，他们认为依靠土地才能有相对可靠的产出。因此对于土地他们有着别样的感受和理解，他们

认为拥有农业土地是一种尊严的依托，更是一份生存保险（费孝通，1939）。基于此，会有“外出打工收

入仅是对家庭农业收入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的说法。所以，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是一种无法割舍并

无法替代的精神依托。

中国农户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农村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小农家庭制度。中国的农村在很大程度上还

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结合起来的经济体（费孝通，1986），在这个关系网中信息传递非常便利且具有社

会联系纽带的作用。可以说，不理解中国农村的家庭特征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国农村的借贷制度。

中国社会“圈层结构”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首先

向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扩展，然后再按人际关系的

亲疏远近向外扩展（见图 1）[1]。因此，历史上长期

以来的中国小农家庭是本着自给自足、温饱无忧的

生存与安全目标；中国小农家庭即是消费单位，又

是生产单位。显然，中国的小农家庭含义与贝克尔

（1981）的家庭理论[2]不同。中国的小农社会是崇尚

礼俗、克己的熟人社会（王芳，2005），这便构成了考

察小农经济行为时不容忽视的制度条件。

尽管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他们对农业生产、对土地存在极大依赖，

长久的乡土本色使他们宁可安于现状甚至挣扎在贫困生死线上，也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而外出务工

成为真正的雇佣劳动者（张杰，2003）。因此，必须依靠非农业收入来源来解决小农经济“半无产化”可

能导致的生存危机。然而通过农业外的就业形式并没有改变农村小农经济“半无产化”性质，反而在

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它，这便是黄智宗提出的“拐杖逻辑”（黄宗智，1992）。尽管在现阶段市场化经济冲

击下，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务工，甚至大量农户的非农收入大于农业收入，但其小农经

济本质并未改变，非农收入再多也只是补充是“拐杖”。可见，中国传统农户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户的信

贷行为，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基础。

二、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合理性：理论分析

前文从小农命题及中国农户特殊性的视角下阐释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成因，非正规金融

[1]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伦理秩序的特征，而用“团体格局”来描述西方市场社会伦理

秩序的特征，这种划分对于解释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有重要启发意义（王曙光，2006）。

[2]贝克尔（1981）的家庭理论框架中的家庭有着十分严格而清晰的定义域，一是他所研究的家庭追求效率与产出最

大化；二是他所研究的家庭无温饱生存之忧，因此拥有自由的选择权力；三是这种家庭只是一种生活与消费单位，而不

兼具生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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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与社会融资量

的存在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是一种对福利的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农村非正规金融其存在可以导

致福利的增进；反之，则不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二元金融结构下的资金融通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和

考察。如果在考察之后我们能够得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符合福利增进的路径这一结论，则我们

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是合理的，即表明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合理性。

在图2的可贷资金供求模型中，首先，我们观察正规金融市场，纵坐标代表利率，横坐标代表可贷

资金数量，SS′和DD′分别代表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两者相交点Re为均衡利率，

OE为资金供给与需求平衡时的融资量。由于存在利率管制，令管制利率为R0，管制利率小于均衡利

率，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不匹配，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在利率管制下，正规金融机构的

资金供给数量降为OA，相较于均衡状态的资金融通量减少了AE。

其次，观察非正规金融市场。为使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线在同一图形中表示，

令A点处非正规金融借贷数量为0，A点向右延伸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横坐标，代表可贷资金数量，沿

AK向上延伸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纵坐标，代表利率。在图2中，JQ代表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

曲线，其斜率大于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曲线，DD′即要更陡峭一些。其原因在于非正规金融市场

借款者一般都是受到正规金融的信贷配给，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从而才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资

金的稀缺性使其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所以，JQ较之正规金融的需求曲线DD′更陡峭。当非正规金

融市场的利率等于R0时，JQ与DD′在Q点重合。

SS′和HS′′分别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曲线和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供给曲线，其中，HS′′

位于SS′的上方。HS′′之所以较高，主要在于其吸收存款成本较高，换言之，从储蓄的观点看，由于正

规金融机构受政府干预，往往国有银行的存款可视为无风险资产，因为其背后有政府信誉作为抵押。

可见，为了提供给储户相应的风险补偿，HS′′应位于SS′的上方，GH则为风险补偿。为简化分析，我们

假定所要求的风险补偿并不随可贷资金数量变化，而是为一常数，则表现为非正规金融市场与正规金

融市场的资金供给曲线斜率相同。

由图2可知，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均衡利

率 R1和均衡融资量 AC由其资金供给曲线

HS′′与需求曲线 JQ 的交点 M 点确定。可

见，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均衡利率 R1高于正

规金融市场的均衡利率R0，但由于非正规金

融市场的存在，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资金投放

量，由最初的OA增加至OC。因此，在一般

情况下，非正规金融的存在由此构成的农村

二元金融结构体系所能提供的资金总量大

于仅存在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总量。

由此可见，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扩大了资金投放量，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资本形成，并有利于促进

经济发展，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三、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合理性：实证检验

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制度安排若具有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便利交易、加强监督和降

低风险的功能（Levine，1996），那么，就可以说该金融制度安排是有效的。农村二元金融结构是否是

合理的？最终要体现在是否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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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准确地检验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合理性，本文将基于江苏省农村1202户农户的调研

数据，使用偏差修正的模型来估计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下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分别对农户收入水平

增长的贡献程度，从而初步反映出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课题组于 2012年 7-8月对江苏农村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 11个县（区）的

1330户农户的融资行为进行了入户调查。总计发放 1330份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1202份。此次

问卷调查收集了农户借贷行为方面的相关数据，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数据来源和经验依据。

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既有较发达的苏南地区，又有欠发达的苏北地区。苏南、苏中和苏北获得

的样本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可以代表不同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农村，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农村

金融的现状。

2. 模型与变量选取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该模型广泛应用于政策

评价中。在分析中我们引入反事实[1]框架，该框架最初由Rubin（1974）提出，令（Yi(0)，Yi(1)）设定为农

户的两个潜在的产出，其中Yi(0)为未向农村信贷市场借款时的产出，Yi(1)为向农村信贷市场借款时的

产出。如果两者都可以观察到，那么农村信贷市场对农户 i的影响可表示为Yi(1)-Yi(0)；可在现实中，

农户不可能在同时刻处于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仅能观察到一种状态。设定观察到的产出为Yi，则：

Yi=Yi(Wi) （1）
其中，Wi∈{0,1}表示农户是否向农村信贷市场借款，则总体平均处理效应和样本平均处理效应表

达式如下：

τpop=E[Yi(1)-Yi(0)] （2）
τsample= 1

N∑i = 1

N (Yi(1)- Yi(0)) （3）
类似地，可定义向农村信贷市场借款的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和样本平均处理效应，其表达式分别

为：

τpop=E[Y(1)-Y(0)|W=1] （4）
τsample= 1

N1 ∑i|WI = 1

N1 (Yi(1)- Yi(0)) （5）
其中，N1 =∑i

Wi 。对于某个特征变量为Xi且向农村信贷市场借款的农户，可观察其产出，目前的

问题是其在向农村金融市场借款前的产出为多少？为了估计该产出，match模型对此提供了解决的方

法：以解决不可观察的产出的问题，可通过找出数据中未向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借款农户的产出的平均

值，且这些值与特殊变量相近。对此，采用简单Match模型估计量，可表述为：

假定：在条件X=x下，W独立于（Y(0)，Y(1)）；同时，对某个 c>0，c<P(W=1|X=x)<1-c。
令  x

V
=(x′x)1/2 为 标 准 欧 几 里 得 空 间 中 的 向 量 范 数 ，且 令 jm(i) 为 满 足 Wj=1- Wi 以 及

∑
l:Wl = 1 -Wi

1{ } Xl -Xi ≤  Xj -Xi =m 的下标 j，其中 1{·}为示性函数。也即是说，jm(i)所代表的就是在向农

村信贷市场借款下与相反与农户的个体中，就X而言，接近于农户 i的第m个农户。

匹配（match）农户 i的农户中，前M个用JM(i)表示：

[1]所谓反事实，是指所有个体只有一个产出，它或者是接受处理下的产出，或者是未接受处理下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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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i)={J1(i)，…，JM(i)} （6）
依次为各个农户寻找匹配对象（M个），用KM(i)代表农户 i作为其他农户匹配对象的次数之和，则

可表示为：

KM(i)=∑
i = 1

N 1{i ∈ JM(l)} （7）
各个农户可重复作为匹配对象，即在进行匹配时允许放回，因此它增大了可能匹配对象的集合。

简单match模型预期的潜在产出估计量如下：

Ŷi(0)=
ì

í

î

ïï
ïï

Yi 若Wi = 0
1
M∑

j ∈ JM(i)
Yj 若Wi = 1 （8）

Ŷi(1)=
ì

í

î

ïï
ïï

1
M∑

j ∈ JM(i)
Yj 若Wi = 0

Yi 若Wi = 1
（9）

从而是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量：

τ̂sm
M = 1

N∑i = 1

N (Ŷi(1)- Ŷi(0)) = 1
N∑i = 1

N (2Wi - 1)·æ
è
ç

ö
ø
÷1 + KM(i)

M
·Yi （10）

对于向农村信贷市场借款的农户，其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量为：

τ̂sm.t
M = 1

N1
∑
Wi = 1

N (Yi - Ŷi(0)) = 1
N1
∑
i = 1

N æ
è
ç

ö
ø
÷Wi -(1 -Wi)KM(i)

M
·Yi （11）

在现实的应用中，特别是在特征变量比较多的情况下，简单match.估计量偏差太大。为了解决该

问题，Abadie和 Imbens（2004，2006）提出了偏差修正的估计量，其改进处在于可渐近地消除存在的条

件偏差。对此，本文研究将采用偏差修正的match估计量方法，并允许存在异方差的前提条件下，计

算估计量方差[1]。其表述如下：

令 ûW (Xi) 为 uW (Xi) 的一致估计量，且令：

Ŷi(0)=
ì

í

î

ïï
ïï

Yi 若Wi = 0
1
M∑

j ∈ JM(i)
Yj + û0(Xi) - û0(Xj) 若Wi = 1 （12）

Ŷi(1)=
ì

í

î

ïï
ïï

1
M∑

j ∈ JM(i)
Yj + û1(Xi) - û1(Xj) 若Wi = 0
Yi 若Wi = 1

（13）

则平均处理效应的偏差修正估计量为：

τ̂bcm
M = 1

N∑i = 1

N (Ŷi(1)- Ŷi(0)) （14）

τ̂bcm.t
M = 1

N∑Wi = 1

N (Ŷi - Ŷi(0)) （15）
模型中因变量（Y）是指农户收入水平；特征变量（X）应包括影响其家庭收入水平的相关因素。具

体变量说明见表1。

[1]方差的估计方法参见Abadie和 Imbens（2004，2006）。注意估计平均处理效应时，对于总体或者样本的选择不会

影响match估计量，而只影响方差，一般而言，前者的方差要大于后者。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只估计了样本方差，并考

虑了异方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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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因变量（Y）
家庭纯收入

自变量（F和 IF）
是否向正规金融市场借款（F）

是否向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IF）
特征变量（X）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年限
家庭劳动力水平

耕地面积
是否以种养业为最主要收入来源

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年末金融资产余额

非农就业能力
是否苏北地区
是否苏中地区
是否苏南地区

单位

万元/人

——
——

周岁
年
人
亩

——
万元
万元
%

——
——
——

变量解释

——

是=1，否=0
是=1，否=0

——
——

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参与劳动的人数
农户生产经营规模

是＝1，否＝0
农户财产状况

农户自有资金状况
工资性收入/总收入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均值

1.8951

0.1273
0.3594

52.3852
9.8336
2.6015
2.9216
0.1525
4.4670
7.7508
0.3329
0.7658
0.1223
0.1120

标准差

23913.34

0.3898
0.4682

10.5415
3.4826
1.5705
4.1167
0.3674
10.3451
21.1733
0.3264
0.4355
0.3714
0.4545

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江苏农户的调研究数据，运用 stata软件对match模

型进行估计的实证结果如表2。
从表2可见，借款来源于正规金融F和非正规金融 IF渠道的

系数均为正，且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则表明，农村正规金融

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均能够促进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而

农户收入水平的增长则意味着农村经济增长。该结论与现代金

融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相符合，即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

经济增长。同时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合理性进一

步得到证实。

从表 3可得，由于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和农村非正规

金融市场的存在，所有样本农户平均所增加的纯收入分

别为 0.087万元/人和 0.051万元/人，占农户纯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4.59%和2.69%；对于向农村正规金融借款以及

向农村非正规金融借款的农户，其所增加的纯收入分别为0.089万元/人和0.054万元/人，占农户纯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4.69%和2.85%。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判断，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从而间接证实了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小农命题”与中国农户的特殊性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剖析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形成的

根源；结合理论分析并利用江苏省农村地区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合理性。通

过小农命题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小农特性的理解，无论是“理性小农”，抑或是“道义小农”，它们的理

解都不是矛盾的，而是在不同社会制度阶层农户具有不同特性的表现，农户既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维

持生存的“道义小农”，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因此，在不同阶层不同类型农户均有所体

表2 match模型的估计结果

F
IF

估计系数
0.087*

0.051*

P>z
0.052
0.086

估计系数
0.089*

0.054*

P>z
0.061
0.088

SATE SATT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SATE表示为
正规金融（或非正规金融）对所有样
本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SATT为对向
正规金融（或非正规金融）借款的样
本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一般 SATE<
SATT。

表3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下正规金融和非正规
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增长效应

F
IF

均值
1.895
1.895

SATE
0.087
0.051

SATE（%）
4.59
2.69

SATT
0.089
0.054

SATT（%）
4.69
2.85

注：SATE（%）=（SATE÷均值）×100%，SATT（%）=
（SATT÷均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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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界定农村信贷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时，要根据农户的具体类型以及具体决策，来判断其解释依

据是“理性小农”还是“道义小农”理论；中国农户的特殊性表现在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是无法割舍和替

代的精神寄托，以及小农家庭制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不理解中国农村的家庭特征就不可能深刻理

解中国农村的借贷制度。尽管在现阶段市场化经济冲击下，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务工，

甚至大量农户的非农收入大于农业收入，但其小农经济本质并未改变，非农收入再多也只是补充是

“拐杖”。

为了进一步证明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合理性，结合理论分析并采用120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通

过偏差修正的match模型估计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下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分别对农户收

入增长的贡献程度。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结果均可判断，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农户

的收入水平，从而间接证实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可见，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存在有其合理性，同时农村二元金融结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

现实问题，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与户籍制度改革等

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相互关系变

动的影响，二者合作共存与宏观经济的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等等都是未来有待进一步探究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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